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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人大常委会诞生记

本报记者 裴智勇

1979年， 新中国民主进程的重要节

点，铭刻着一段值得回忆的历史。

“30年的实践证明，县级以上地方人

大设立常委会这个改革非常成功，对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维护

法制的统一意义重大。”5月 25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原主任顾昂然感慨地说。

顾昂然 1954 年就在全国人大常委

会工作，从 1979 年到 2003 年，长期工作

在国家立法一线。

1979年 7月 1日， 五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 和地方组织法

规定， 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设立

常委会。 这年，全国有 22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召开人代会， 选举产生了本级人

大常委会。

在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 30 周年之

际，采访知情者，揭示一段珍贵的历史，

可以清晰看到我国民主政治进步的闪光

足迹。

孕育：三次动议

1954年、1957年、1965 年，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的

提议，由于种种原因未被采纳

雄鸡一唱天下白。

1949 年，苦难中国迎来了春天。 经

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终于

推翻三座大山，翻身得解放。

1949 年 9 月，《共同纲领》确立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为新中国政体。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时，没有立即普选产生

人民代表大会。 顾昂然解释说，当时普

选的条件还不具备，因为军事行动还没

有完全结束， 土地改革还没有彻底实

现，各界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

1954 年 9 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

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但地方人大常委

会并没有同时设立。 据介绍，对于是否

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一直存在不同看

法。 从最初的讨论、酝酿，到最后决定、

建立，历经了漫长的历程。

第一次“孕育”发生在 1954 年制定

宪法前后。 1954 年，宪法草案交由全民

讨论。 有人提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也应该和全国人大一样设立常委会。这

个意见没有被采纳。 当时认为，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工作很繁重，不是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所能够相比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没有这一职权，而且越是下级人民代表

大会，因为地区越小，越容易召开会议，所

以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不需要在人民

委员会以外另设常务机关。

第二次“孕育”发生在 1957 年。由于

地方人大不设常委会，很快出现了问题。

比如，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民委员会

行使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和执行机关双

重的职权。 1957 年上半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对如何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

进行了专题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秘书长彭真同志提出，省、市、自治

区和县人大没有常设机关，在大会闭幕

之后，没有一个对政府工作进行经常监

督的机关。 他认为，在县级以上地方人

大有考虑设立常委会的必要。 彭真的意

见受到中央关注。 但由于后来的反右斗

争扩大化，这个动议被搁置了。

第三次“孕育”发生在 1965年。 196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实际需要，又提

出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

立常委会的问题。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我国地方政权

机关的任务十分繁重， 需要提拔一批年

轻力壮的干部到政府工作。另一方面，设

立常委会可以在人大闭会期间开展经常

性工作， 对地方一些重大问题及时讨论

并做出决定， 特别是加强对地方政府的

监督。这时，各方对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

立常委会已经取得基本一致意见。不久，

“文化大革命”发生，方案又搁置下来。

诞生：上下同心

邓小平批示：“我赞成第三个方案”

在新中国民主沃土上， 进步的制度

和观念一旦孕育，就会生根发芽。

1979 年，第四次提出县级以上地方

人大设立常委会。

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关键历史节

点。中国向何处去？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阵痛的中国人痛定思痛， 重新思考这个

多难民族的前途。

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吸取历史的教训，提出加强社会主

义民主法制建设这一重大历史任务。

1979 年 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

了一个对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起到非常重

要作用的工作机构———法制委员会。 由

80 人组成，彭真担任主任。

顾昂然因担任过彭真办公室的秘

书，“文化大革命”中遭批判，1975年被调

到教育部工作，此时被彭真紧急召回。顾

昂然回忆起当年的紧张岁月，历历在目。

3 月 8 日， 顾昂然来法制委员会报

到。 3 月 9 日，彭真开会研究立法建议。

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刘复之、王汉斌、张

友渔等人。

3 月 19 日，法制委员会召开第一次

会议， 彭真在会上谈了法制委员会的任

务和当前的工作。 一些老同志主张开务

虚会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彭真说，立

法任务很重，一般的务虚会就不要开了，

要结合立法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有针对

性地在法中作出规定， 这样从法制方面

来防止这类问题再发生。 当前工作就是

加紧制定 7 部法律。这 7 部法是指刑法、

刑诉法、 选举法、 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

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法。

3 月 31 日，彭真找顾昂然谈选举法

和地方组织法问题， 提出主要考虑三个

问题：改革委会问题、地方立法权问题、

地方人大设常委会问题。

彭真当时已经 70 多岁，当年 5 月曾

生病住在北京医院， 还把顾昂然找到医

院去研究问题。

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也成为地方的

呼声。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在征

求对地方组织法修改意见时， 许多地方

也提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

区的市、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大应

建立常设机关。

顾昂然说， 把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

织法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当时也有人不

理解。事实上，“文化大革命”造成那么大

的损失，就是因为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

从 1966 年 8 月到 1974 年 12 月，全国人

大和它的常委会没有开过会， 地方人大

由革命委员会代替。 总结“文化大革命”

的教训，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必须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79 年 5 月 17 日，彭真专门向中

央写了报告，提出关于县级以上地方人

大设立常委会的问题有三个方案： 一、

用立法手续把革命委员会体制固定下

来。 这样做，不赞成的人可能很多。 二、

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 这

样做， 在名义上虽然取消了革命委员

会，但对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

义法制不一定能有多大实质性的帮助

和改进。 三、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并恢复人民委员

会作为行政机关。这个方案可能比较好

些。

中央领导同志审阅了这个报告，邓

小平批示：“我赞成第三个方案”。

据顾昂然回忆， 彭真带回邓小平的

意见，大家深受鼓舞。 邓小平对彭真说：

“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是一个

重大改革。 ”

1979 年 7 月 1 日，五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 和 7 部法

律。 这是民主政治和法制历史上非常重

要的日子，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举措。这

次会议通过法律明确， 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大设立常委会。

1979 年下半年，在县、自治县、不设

区的市和市辖区进行人大代表直接选举

试点的基础上，首批 66 个县级地方人大

常委会在试点中产生了。

1979 年 8 月， 西藏自治区和青海

省先后召开人大会议， 分别设立了人

大常委会。 其后新疆、河南、北京、江苏

等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设立

了常委会。 另外 7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大常委会在 1980 年设立。 两个后

设立的省级行政区海南省和重庆市，

在 1988 年 8 月和 1997 年 6 月分别设

立了人大常委会。

起步：摸索前行

彭真说，人大常委会是权力机关，也是工作机关，不是

“养老院”，而要依法行使权力，进行工作

“如今，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

性法规、监督政府，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

来越大的作用，变化多大啊！ ”

5 月 22 日，站在建国门南大街北京

市人大常委会的办公楼前，74 岁的李源

富感慨地说。 1979 年 12 月 7 日至 13

日，北京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选举

产生了第一任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作为北京市组织部副处长， 李源富参与

这次会议的筹备。后来，他调到市人大常

委会工作， 担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代表

联络室副主任。

当时，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设

在北京市台基厂大街 8 号院， 是一栋欧

式的 2 层小楼。 1980 年 1 月，李源富和

同事一起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领回

国徽，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的牌子一同挂在办公楼前。

1979 年 12 月 24 日，北京市七届人

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北京

厅召开。 李源富回忆说，当时，这个会到

底怎么开法，主任们也不清楚。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贾庭三决定一切程序照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方式办。 李源富专门到全

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要来一套会

议工作程序文件。

顾昂然说， 地方人大常委会是新生

事物，如何开展工作需要研究。黑龙江省

人大常委会的同志专门来到北京， 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请教。 全国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决定，请地方来列席会议，召

开座谈会。 1980 年 4 月 8 日，省级人大

常委会负责人第一次列席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

开始的时候， 地方人大常委会老同

志比较多，社会上也有一些议论。彭真就

此说，人大常委会是权力机关，也是工作

机关，不是“养老院”，而要依法行使权

力，进行工作。

1980 年 8 月 14 日， 彭真在座谈会

上说，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在人大闭会

期间， 人民通过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

管理国家，9 亿人民把国家的命运掌握

在自己手里。 上一级人大常委会与下一

级人大常委会要加强联系，但是，它们之

间没有领导关系。

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是什么关系，

顾昂然说，可以概括为三个关系：一是法

律上的监督关系； 二是选举上的指导关

系；三是工作上的联系关系。

中央高度重视地方人大常委会建

设。 顾昂然说，1980 年后，中央专门发了

几个文件，转发了彭真的几次讲话。中央

文件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党委要把加

强对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领导， 作为

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定期研究人大常

委会的工作， 凡是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提

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事项， 都要提交人

大常委会讨论。 党委研究人大常委会工

作时， 可以通知人大常委会负责实际工

作的党员领导干部列席会议。 ”

“这些文件都是有针对性的，解决实

际中的问题， 譬如党委和人大常委会的

关系问题。 有这些文件，就有章可循，理

直气壮。 ”顾昂然解释道。

后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又根据

形势的发展几次修改了地方组织法，制

定了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 这些法律

对地方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做了

具体规定，为它们发挥作用提供了进一

步保障。 通过长期的工作，人们认识到，

人大虽然不是火线， 但也不是二线，人

大是一线， 是在民主法制建设的一线

上。 随着形势的发展，大家的感受越来

越深。

30 年来，地方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

和法律规定，结合本地实际，逐步建立和

完善了自己的工作制度。比如，一些省级

人大制定了关于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

定、关于行使监督权的规定、关于行使人

事任免权的规定、常委会议事规则、常委

会主任议事规则等等。

1979 年 12 月 29 日，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

包括《关于加强集市贸易管理的布告》等

3 个地方性法规。 这是我们国家最早的

地方性法规。

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设立和赋予地方

人大立法权， 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发挥

重大作用。顾昂然列举一系列数据，截至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 我国

共制定了现行有效法律 231 件， 现行有

效行政法规 600 多件， 现行有效的地方

性法规近 8000 件。 初步统计，90%以上

的地方性法规是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定

的。

从零起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30 年，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发展

历程， 成为中国政治文明进程最生动的

片断，最美丽的注脚。

■邓小平对彭真说： 县级以

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 是一个

重大改革

西藏 1979.8.14

青海 1979.8

新疆 1979.9

河南 1979.9.12

北京 1979.12.13

江苏 1979.12

浙江 1979.12

福建 1979.12

湖南 1979.12

广东 1979.12

广西 1979.12

四川 1979.12

云南 1979.12

陕西 1979.12

甘肃 1979.12

山东 1979.12.22

山西 1979.12.25

内蒙古 1979.12.26

黑龙江 1979.12.26

江西 1979.12.27

上海 1979.12.29

安徽 1979.12.31

辽宁 1980.1

贵州 1980.1.15

宁夏 1980.1.15

湖北 1980.1.17

河北 1980.2

吉林 1980.4

天津 1980.6

海南 1988.8

重庆 1997.6.18

（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新闻局提供）

省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时间表

■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近

8000 件，90%以上由地方人大常

委会制定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79 年最早成立。 图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大门。

陈 尧摄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在北京市台基厂办公，现迁至建国门外。

本报记者 裴智勇摄

5 月 25 日，顾昂然同志接受采访，查阅资料。 他见证了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诞生。

本报记者 裴智勇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最早制定地方性法规。 图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

楼。 杨 冶摄


